
当代语境中的中国画“传统派”这一语词，作为一种立场或对于一个群体的统称具有广、

狭二义的区分：广义上所有主张维护传统的画家都可归入此派；狭义上的“传统派”与“国粹

派”、“保守派”的语义接近，尤其是在其与“革新派”相对应时，这种指称更加突出了保卫与延

续的含义。事实上，在偏于文化保守主义的“国粹派”之外，还有一批主张借古开今、守持传统

但不排斥创新的一类画家，在其后的艺术之路上取得了更为重要的成就。与前者强调风格取

向的“自在”层面所不同的是，后者更倾向于强调某种“自为”的自觉意识和理性成份。在20世

纪初西方文化迅速涌入中国的时候，当中国画家的艺术道路出现多种可能性时，这些“传统出

新”的代表画家“仍然坚持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走中国画自己的路，尤其是在后来中国画的生

存发展受到严重压抑时，仍不改易，也就成了一种选择，一种主张，一种艺术观，甚至可以说是

一种自我设计”①。这种自觉守护传统而保持理性精神的态度，在黄宾虹等画家身上表现得最

为明显。

老子《道德经》有言：“天之道，不争而善胜，不言而善应。”在20世纪20、30年代中国画论争

正酣之时，以黄宾虹等人为代表的“传统出新”派正以这种“不争之德”回应了“改良革新”派与

“中西融合”派的挑战。黄宾虹在上海寓居期间为各类美术杂志撰写了大量介绍、讨论中国传

统书画、古玩的文章，虽少有与人争锋之言，但明确地表达出反对西化、融合的立场，这种面对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艺

术学项目“中国画现代转

型理论研究：以20世纪上

半叶中国画讨论为中心”

（10CF094）阶段性成果

于 洋

对于20世纪中国画“传统派”的讨论与辨析，历来是如何认知中国画的本体价值及其现代性的关节点。本文通过分析

黄宾虹在上海时期（1907—1937）的画论思想，针对其“传统出新”论，以及“传统出新”论与“国粹”主义的差异进行反

思。由此认为，这种强调从中国画传统内部萃取可供创造与转化之资源的策略，本着积极吸纳外来文化艺术养分的态

度，既弥补了中国文化传统长期以来的积弊与缺陷，又激活了传统的惰性，对于中国画的现代转型具有积极意义，同

时对于今日中国画坛依然具有启示性价值。

返本开新的选择
———以黄宾虹上海时期的画学思想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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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的危机境遇的自觉应对，对于今日画坛之浮躁风气具有可贵的提示性价值。

一、从黄宾虹与广东画坛的两段交往谈起

黄宾虹于1907年四十四岁时寓居上海，直至七十四岁（1937）那年才迁居北平，其前一年

被聘为故宫古物鉴定委员，后兼任国画研究院导师及北平艺专教授。其间，他曾多次撰文谈及

文化、艺术的新旧之别。1925年，黄宾虹撰《中国画学谈》一文谈到了广东画坛的新旧之争，认

为“醉心欧化者侈谈国学，犹是无知无识，谬托风雅者也。鉴衡无定，趋向未坚，而歧悟亦甚，喜

新厌故之积习，会凭耳濡目染为转移”，同时指出“所谓今日之新，明日为旧，而昔日之旧者，今

又翻新。知新之由旧，则无旧非新”②。我们可以认为，黄宾虹在20年代提出的这种“新旧互动”

的辩证观点，与金城在同一时期提出的“画无新旧”论，共同构成了传统派“主流”的新旧观。

事实上，黄宾虹与广东画坛的交往可再往前追溯十年。当时黄氏与广东画坛交往最密切

的恰恰是“二高一陈”领衔的“岭南派”。作为《真相画报》的重要撰稿人和参与者，黄宾虹曾在

八十岁那年的自述中回忆了当年岭南高氏兄弟约他为《真相画报》撰稿及插画的经过③。在

1912—1913年，黄宾虹以“颀厂”、“滨虹”等署名在《真相画报》上发表了大量中国古代画史专

题文章④，这些文章堪称中国现代美术期刊上发表的最早一批论文⑤。黄氏在该杂志第2期发表

的《时评》中曾就国务院议定制服，对“专制之为危害大也”发表过政论，但此后就缄口不谈政

治，只谈画史源流兼及古印玺，转向纯粹论学治艺了。这个转向的原因我们不得而知，但有一

点可以肯定：此时的黄宾虹坚信倡导学术也是鼓吹革命的一种方式，是从更根本、长远的角度

来唤起民众的民主意识。单就这一点看，民初的黄宾虹和康有为、陈独秀的策略倒很是相像⑥。

这也是黄氏与“二高一陈”虽然抱守着不同的艺术旨趣，却能为以“监督共和政治，调查民生状

态”⑦为宗旨的《真相画报》携手共事的主要原因。

正是黄宾虹在1912年发表于《真相画报》上的十二篇古画史文章，启导出他在十余年以后

发表于20年代中期的《中国画史馨香录》、《古画微》和《鉴古名画论略》⑧等文。他关注现实的态

度和强烈的社会参与意识，是通过以史为鉴、回潮历史的途径加以实现的。他的思考所展现出

的是对于中国画作为一脉源流的历时性认识，这与“折衷派”所主张的“将来之绘画当以西式

研究法为基础”⑨的共时性判断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对于这种认识角度上的不同，我们可作如

下三点思考与厘析：

第一，历时性与共时性两种视角所对应的不仅仅是“古—今”与“中—外”的纵横坐标维

度，而更体现出对于中国画内在理路的认识差异。在民初社会与文化界西潮涌动的大环境下，

当来自西欧与日本的艺术文化资源为中西融合之路提供多种可能的时候，对于中国画纵向历

程的求索和延展同样是一种勇敢的选择。正是这种以我为主、“以不变应万变”的主题思路，与

融合派以欧/日模式框定中国画前途的学说形成了巨大反差，走出了另一条不迎世风却绵延

长久的道路。

我们仍以《真相画报》为例，陈树人的连载文章《新画法》与黄宾虹的古画史系列文章构成

了该刊的两大学术支柱，前者“为社会所特别欢迎，刊未及半，读者求增篇幅，贾人怂恿成

帙”⑩，读者趋之若鹜；后者虽在当时并未引起很大的反响，却也在其后的海上艺坛深受景仰。

颇值得回味的是，二十余年后，梁得所在《中国现代艺术史·绘画篇》中有意将黄、高二者并列

在一起进行评价，对黄宾虹的评语是“黄氏画学，博古通今，鉴别的眼光为当代所推崇。作画笔

调有六朝韵味，对于国画非经研究者，不易领略其妙处”，而对高氏二人的评价是“高氏兄弟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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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居廉之门，后赴日本留学，融会中外美术，倡绘画革新，画风创成一派，很受观众拥戴”輥輯訛。世

风之倾向与传统派、融合派在当时的境遇由此一目了然。

虽然同为《真相画报》效力，但黄宾虹与折衷派的分歧始终存在。1914年，黄氏在为陈树人

的《新画法》成书作序时提出了与陈截然不同的新旧观：

然仆窃有进焉，尝稽世界图画，其历史记载，为因为变，不知凡几迁移，画法常新，而

尤不废旧。西人有言：历史者，反复同一事实；语曰，“There is nothing under the sun”，即世

界无新事物之义。輥輰訛

如此意味深长的进奉箴言，而且是直接引用《旧约》英文原句，这在黄宾虹的文章中实为罕见，

在这样的场合亦令人深省。他在该文中更是明确提出“善因者深明所守，而善变者会观其通

也”，将历时性与共时性两种画学研究视角各自的优势一语道破。

《真相画报》虽以宣扬“折衷派”的“新国画”为主，但仍刊登了黄宾虹与其金石家朋友收藏

的古物图片以及为传统派所欣赏的金石家之书画，如桂馥的《古松图》、查士标的《山水图》等，

由此不难看出黄宾虹在此刊的作用与地位；而从画报刊登此类文章图片的初期繁多后来稀

少，也可见黄氏与岭南派的关系的变化。事实上，就在画报创刊的同时，黄宾虹与宣哲等人共

同发起成立了以研究金石书画、保存国粹为宗旨的“贞社”，还在《真相画报》的第2—4期刊登

了《贞社征集同仁小启》；有意思的是，陈树人亦是其“贞社”广州分社的创办人之一輥輱訛。从黄宾

虹与“二高一陈”以不同主张进行合作的过程中可以看到，二者皆抱着“以学术鼓吹革命”的理

念，却走出了完全不同的两条道路，这两条路径在《真相画报》停刊后彻底分道扬镳。

第二，在《真相画报》及其他民初杂志都在大谈中西融合的环境中，黄宾虹从对古代画史

的探索入手，以历时性的研究展现了传统派的自觉意识。早在1907年黄宾虹初到上海，即参与

了由广东人邓实、黄节等创办的“神州国光社”及“国学保存会”的工作，“国学保存会”以“研究

国学，发扬国光，以兴起人之爱国心为宗旨”，主张“以存学而救亡”的思想，深合黄宾虹当时的

政治热情。三十六年后，他在晚年的回忆中也提出，“专意保存文艺之志愈笃”是他当年参与

“国学保存会”的初衷輥輲訛。另从王中秀编撰的《黄宾虹年谱》中，我们可以作一统计：从1907年至

1937年黄氏的三十年上海时期，他公开发表于《国粹学报》、《时事画报》、《神州日报》、《真相画

报》、《时报》、《民国日报》、《东方杂志》、《画学月刊》等报刊杂志上的文章多达一千一百余篇輥輳訛，

其内容多从梳理探源的角度，对于玺印、篆法、陶器、图画等的鉴藏与史脉作整理分析。在民初

的上海艺坛与鉴藏界，黄宾虹堪称在书画文物方面无所不知的国学大家，对于国粹的研究兴

趣加上文化使命感，使他在中西融合的风潮中自觉选择了对于传统的内在理路的探寻。

第三，我们也应该看到，民国初期传统派中国画研究的“历时性”回溯的视角，与中国古代

画论的总结式梳理的思路亦存在着明显的差别。这种差别表现在两方面：

首先，是强烈的现实针对性与借古论今的现代学术意识。如黄宾虹在《真相画报》第12期

上发表《三代古玺附说》的释文时所发出的感慨，充满了对于现实的关注之情，从中亦可见出

其支持“共和”的政治理想輥輴訛。黄宾虹在二十余年后，更是针对中国画的写实改良主张，撰《精神

重于物质说》一文回溯了自黄帝、仓颉至当朝的图画功用，认为“院体细整之为，徒增奢侈”，

“而孜孜于士夫之画，深至意焉”，“图画之用，以辅政教，载诸典籍，班班可考”輥輵訛。应该说，黄宾

虹的这种文化整体观和强烈的社会参与意识，使他不同于一般的国粹守旧派，也不同于同一

时期陈师曾的文人画进步论，他是从社会文化大局的角度来思考中国画发展的文化战略问

返本开新的选择———以黄宾虹上海时期的画学思想为中心

135



文艺研究 2011年第 9期

题，这种思考必然包含着现实观照的成分。

其次，在历时性视角之外兼顾共时性视角，寓共时性关注意识于历时性研究之中。从黄氏

在《真相画报》上发表的十余篇中国古画史专题文章，到1925年出版的《古画微》，他始终试图

从文人画的角度阐述中国画发展的历程，以充分揭示中国绘画不同于西画的文化属性。在此

前发表于《时报》的连载文章《新画训》輥輶訛中，黄氏更是在与外国汉学家的切磋帮助下，以洋洋洒

洒近万言，用文言文介绍了西方美术史，行文中时时可见中西绘画史的相互比较。由此可见，

黄宾虹在“西学东渐”的潮流中也在寻找中西画学的相同之处，但不同于折衷派与其他主张中

西融合者多从表层形态比较中西绘画之异从而扬西贬中的论调，黄氏更强调“温故而知新”的

历时性价值观。如他在《新画训》中写道：“英有君士梯布（即康斯太勃尔）者，如中国画家之有

荆、关、董、巨。”“马尼（即莫奈）其艺术所独至，亦非徒摹写目前之自然已也。……有如王维之

画雪里芭蕉，六朝名人之画往往桃李荷梅桂合为一幅。”輥輷訛与其说这是中西比较，莫不如说它是

一种“借洋说中”的借题发挥。

在黄宾虹一生的交游与合作关系中，广东人占据了较大比例輦輮訛。从与邓实、黄节创办“神州

国光社”及“国学保存会”，同时为高剑父、高奇峰的《真相画报》撰文插图，到后来参与广东“国

画研究会”的活动，黄宾虹一直坚守着保存国粹、揭示中国传统艺术渊源的理想，这种理想背

后潜藏着源于中国文化自身的自觉意识，同时也反映出传统派与融合派不同的社会关怀方式。

二、“图”“画”之别与中国画社会功能论：黄宾虹与海上画坛传统派的声音

与20年代北京画坛传统派相比，上海画坛作为近代中国美术活动的中心，中国画社团、文

人雅集、期刊杂志出版的情况更为繁盛，传统派画家的集团性规模也体现得更为明显。在对于

中国画价值的分析方面，与陈师曾、金城乃至广东“国画研究会”从画家主体精神和中国画本

体论角度进行阐释的出发点不同，在商业经济发达、市民文化勃兴、“得风气之先”的民初上

海，传统派画家更强调中国画的社会功能，以之作为论据与革新派针对中国画的发难进行论

辩。

与民初北京画坛为南方画家所主导的局面相似的是，近代上海画坛也得力于浙江画家的

推动。从任伯年、吴昌硕到王一亭、黄宾虹，这些浙江画家在上海的寓居活动，在“精神”和“物

质”两个层面深刻影响了海派绘画的走势。对于这一点万青屴认为：“以商贾为代表的新兴市

民阶层并不仅仅扮演着艺术赞助人的角色（如盐商对扬州画家，徽商对新安画家等），而是走

上前台，直接参与艺术创作，甚至成为开派人物或艺坛领袖。”輦輯訛北京画坛的金城、海上画坛的

王一亭和陈小蝶都是这样的人物，他们在从事各种社会事务、经济活动的同时，还保持着中国

传统儒商的风雅和深沉精致的艺术趣味，投入大量的财力与精力来扶植传统书画艺术，这在

客观上使民国时期原本西潮汹涌的画坛在新旧“阵营”的势力对比上形成了某种制衡。

在民国时期中国画坛传统派与西画派争衡的舞台上，1929年大学院（教育部）第一届全国

美展组织者的权力变更是一段耐人寻味的历史细节，最终以王一亭为代表的传统派接替了以

林风眠、林文铮为代表的留法派，掌握了此次美展的组织权。王一亭作为上海影响力最大的书

画家、收藏家兼上海总商会会董，正是依仗着其深厚的民国政权背景与雄厚财力，成功地抵制

和阻击了西画潮流对于传统中国画的攻势，从而守护了传统。他们还通过美术展览等现代手

段向海外推介中国传统书画，有力回击了清末民初甚嚣尘上的中国画衰败论，为中国画传统

的拓展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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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传统派画家在20、30年代创建的最重要的两个书画社团，黄宾虹均居发起人之列：一

是1922年冬輦輰訛由王一亭、黄宾虹、陈师曾、吴待秋等人在上海发起创立的“中国书画保存会”，该

会以“保存国粹，发扬艺术”为宗旨，会员达三百余人，几乎囊括当时居住在上海的名画家；二

是1931年由叶公绰、钱瘦铁、郑午昌、贺天健、谢公展、黄宾虹等人发起组织的“中国画会”，该

会规模、范围较大，系全国性的中国画团体，影响深广。其间，在1926年初，由黄宾虹发起的“中

国金石书画艺观学会”创立于上海，宗旨为“保存国粹，发扬国光，研究艺术，启人雅尚心”，并

创《艺观》杂志，共出十期，该杂志全面展现了黄宾虹在20年代的中国画学思想，其第1期上的

所有文章几乎都是黄本人所写，只是用了不同的署名。

在1929年发表于《艺观》第3期的《美展国画谈》一文中，黄宾虹针对当年国民政府教育部

举办的第一届全国美术展览会的情况，阐明了他对当时画坛面貌的认识。与他在《真相画报》

的古画史系列文章一样，黄宾虹秉持了历时性叙议的言说风格，上溯六朝唐宋，提出“我邦书

画同源，具详史志；流派变迁，重在笔墨；师承有法，千古不移”，对画展中卢子枢、余绍宋、吕季

操、许徵白、郑午昌、俞剑华、冯超然、吴湖帆等人的师古画风加以赞赏，并再次强调“画不师

古，未有能成家者”的定律，同时也指明了追摹与创新的先后关系輦輱訛。

从1912年到1937年这二十五年间，黄宾虹一直在编辑、收藏家与画家这三个角色间埋头

工作。除了与广东画坛友人编撰杂志的合作，他还先后参加了《古学汇刊》、《美术丛书》和《南

社丛刻》的编辑和撰稿工作，并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做了四年美编室主任；作为收藏家，黄在上

海广泛收集金石、古籍、字画藏品；作为画家，他与张善子、张大千兄弟等组建了“烂漫社”画

会，并在上海美专和国立暨南大学艺术系教授中国画。1934—1935年间，黄宾虹在上海中国画

会主办发行的十本《国画月刊》上共发表了七篇文章輦輲訛，从数量上仅次于主编贺天健，可见黄的

地位与学养在画会中深受认可。这些文章中学术分量最重的当数最后一期上发表的《精神重

于物质说》，其现实针对性亦更为明确地指向融合派以西方绘画的写实技法来改造中国画的

现状。值得注意的是，黄氏在这篇文章中对“图”与“画”作了区分，他首先认为作为“艺”的图画

是一种“道”，根据是“道法自然”，而“艺之至者，多合乎自然”，在这个前提之下，“图”与“画”分

别指向物质与精神：“艺有图画，图画者，文字之绪余，百工之始基也。文以载道，非图画无以

明。而图谱之兴，尚不如画者，物质徒存，精神末至也。”輦輳訛事实上，这种“图”、“画”分论的观点，

十五年前陈师曾在画论中已有论及。陈师曾在发表于《绘学杂志》第1期的《绘画源于实用说》

中指出：

今通常所区别者，图与画为二。图资记述，画资玩赏，规画山川房屋式样，图也，非画

也……古时图画相合，现世文明日甚，故区而为二，然古时玩赏画少，而实用多图，则可断

言也。輦輴訛

20年代陈师曾在北京、30年代黄宾虹在上海皆将“图”与“画”分而谈之，无论是黄的“图不如画

论”还是陈的“图画分离论”，其用意都是十分明显的：既然写实的“图”与写意的“画”在功能上

不同，那么以写实来改造中国画，就是混淆了“图”与“画”的界限，将“画”蜕变成了“图”。“画”

之有别于“图”，自然有其存在的道理和功用。黄宾虹敏锐地指出了西方唯物质主义带来的弊

端，强调了文人画作为“精神文明”的社会功用：

且谓物质文明之极，其弊至于人欲横流，可酿残杀诸祸。惟精神之文明，得以调剂而

返本开新的选择———以黄宾虹上海时期的画学思想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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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弭之。至于余闲赏览，心旷神怡，能使百虑尽涤，犹其浅也。志道之士，据德依仁，以游于

艺。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之用，相辅而行，并驰不悖，岂善哉，岂不善哉! 輦輵訛

由此，文人画即具备了调剂、消弭物质文明的极端所带来的物欲横流的功效，也获得了它在

“现代社会”存在的合法性。这与陈师曾提出“古时图画相合，现世文明日甚，故区而为二”的理

论，都在强调文人画作为“画”的写意性的一面，这无疑成功地为传统派所主张的文人画在现

代社会中找到了一个重要而恰当的支点。而在此之前，无论在力主改良、革命的康有为、陈独

秀等眼中，还是在提出以西润中、调和折衷的融合派诸家眼中，中国画只是一个日趋衰败的、

消极出世的“夕阳”画种，无任何实用的社会功效可言。

对于中国画的社会功能，一些30年代上海画坛传统派画家也从多种角度作了辨析，以回

应革新、融合派对于文人画的轻蔑态度，其中较具代表性的是凌文渊、郑午昌和余绍宋。凌文

渊作为一个具有较高社会地位的传统派画家，其言论的社会影响力较大，这从姚渔湘请他为

《中国画讨论集》题写书名这件事可见一斑。在《国画在美术上的价值》（1932）中，凌氏将中国

画的社会功能分为消极功效与积极功效两种，前者是“补道德宗教法律之穷”，后者是“拿这种

美育来改造人类，使天下人类，尽成为有美德的人”。有意思的是，这位时任国民政府财政部代

总长的民国政界要员，认为国画对于社会伦理规范的补救的重点对象乃四类人，“一是腐败官

僚，二是土匪式的军阀，三是赌博性质的资本家，四是资本主义的知识阶级”，惟有国画的濡染

才能感化、改善他们的品格輦輶訛。

与这种“道德补救”论相似的是，郑午昌认为中国画具有感化人格、救济世风的功用。他以

“我五代乱世之需要佛教之传入”作比，认为在中国乃至全世界范围内的战乱境况之下，“国画

具有缔造世界和平的感化力，亟宜传播”，并提出：“倘吾人善自传播其具有和平淡泊精神的国

画，则世界厌乱惧祸之人类，必能认识我国画之伟大而尊奉之。是实吾人对于世界人类精神上

之救济所当负责者也。”輦輷訛30年代中期以后，在中国社会已然进入到一个“五代式的民国”的混

战时代，不论是融合派还是传统派，都已不能再平心静气地接受20年代的文人画可以养心遣

兴的个人功能论輧輮訛，而多从社会功用的角度来重新认识中国画。在这种情境之下，文人画的主

体精神便经历了某种来自于社会的外化转变。余绍宋在《中国画之气韵问题》（1937）中认为，

在国难当头的时期，“盖局势既已紧张，又感到压迫与烦闷，则须有以调剂而缓和之，方是办

法”，而中国画可达到“修养身心增高人格”之目的，反过来“若更以现代性及刺激性之艺术加

之，不啻扬汤止沸抱薪救火”輧輯訛。不论是认为中国画可以“补救社会道德规范”、“感化人格、救济

世风”，还是“修养身心，调剂精神”，这些功能论的阐释，一方面可以看作是陈师曾提出的文人

画价值论的自然延伸，另一方面也显现了社会的外在情境对于中国画内在本体的雕琢作用。

三、“传统出新”的文化策略

余英时在谈到中国文化传统的现代危机时提出，“现代”即是以“传统”作为主脉的有机延

续，现代不在传统之外，而在于传统之中，这一观点打破了传统与现代二元对立、互不相容的

思维模式。他这样分析中国文化认同陷入长期困境的主要根源：

知识分子一心一意以“西方”（不同的“西方”）为范式，并借助西方的“新思想”、“新方

法”来重建中国。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文化传统不但没有获得其应有的位置，而且愈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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愈被看作“现代化”的障碍，“现代化”每受一次挫折，推动者对于文化传统的憎恶便随之

更深一层。这一心态的长期发展终于造成一种普遍的印象，即以为文化传统可以一扫而

光，然后在一张白纸上建造一个全新的中国。輧輰訛

对于“西方范式”的态度的差异，决定了对于中国画之前途的讨论向内发掘还是向外探寻的歧

路。“传统的现代化”，可以被看作是大多数传统守护论者的基本思路，这与中西融合派的以

“外力”作用于传统而促成的“现代化”存在着质的区别。革新派对于传统不断加深的怨恨和憎

恶，则成为传统派予以回击的原初动力。与革命者“憎恶”式的批判语气和融合派的急于建宗

立派的初衷不同，传统派的反击语气多是儒雅而具有深味的，他们不断向内发掘传统的现代

转化的依据，来证明文人画作为中国画传统主线的潜在生机；他们的任务不是“建造”，而是

“发现”和“转化”，是实现沿着中国画内在文化理路踯躅前行的使命。

在以往线性思维之下，传统派与中西融合派常被安置在从“传统”到“现代”的时间序列之

上，甚至往往对应着某种由“旧”到“新”的“进化”历程，“中西融合”被认为是通往“现代”之路，

所以常被看作是“开拓派”；而“传统演进”被认为尚未跨入现代范畴，常被称为“延续派”、“保

守派”。通过对于民初中国画论争中传统派代表人物的观点的梳理与思想来源的考查，不难发

现这种论断的谬误。美术史家薛永年以“借古开今”一词来描述具有创新意识的传统守护者，

这种概括准确而生动。“借古”是手段和方式，“开今”是初衷与目的，借而开之，今由古来。传统

派在民初中国画论争中表现出的求新意识，主要体现在两方面：

第一，从传统派代表人物的知识结构与思想渊源上，中西知识的全面修养使他们避免了

褊狭的态度，而不同程度地具有理性自觉的精神。陈师曾、金城等画家都有留学外洋的经历，

而且所学专业均为西方现代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范畴，甚至可以说比主张以科学精神改造中

国画的革新者更了解“科学”为何物；潘天寿虽未留洋学习，但其所在“一师”荟萃了多位中西

之学兼备的名师，加之过人的悟性，形成了他在中西绘画主张上“求异”与“存同”并举的理性

态度；黄宾虹早年激于时事，参与同盟会、南社等组织，后潜心文史学术，深研画史、画理，以博

学著称于画坛。学养的全面、平衡，使陈师曾、黄宾虹、潘天寿这些画家对于新知新潮并无抵触

情绪，而是抱着一种较为宽容的心态看待当时文化界与画坛的风潮、运动，虽然他们也对西化

倾向提出过不同程度的批评和劝诫，但对于西方绘画本身并无成见。陈师曾与中西融合派画

家交往密切、黄宾虹在外国汉学家帮助下以文言文介绍西方美术史、潘天寿撰长文考证“域外

绘画流入中土”的历史发展脉络等史实，都从不同程度上证明了这些传统派精英的开放心态。

第二，从民初中国画论争的传统派代表人物各自观点的阐析方式与言说策略来看，都不

同程度地吸取了近代历史科学的学术理路。陈师曾从进化论的角度以西诠中，以文人画合乎

进步之原则反驳康有为等人的中国画“衰败”论；而多位传统派画家有意识地强调中国画的人

格修养，这种将论争焦点引向创作主体的“内趋转向”，作为一种策略调整也反映出传统派画

家的战略智慧。此外，治史作为宣扬中国绘画传统之现代价值的重要途径，也被传统派精英广

为采用，出版于20年代中期的陈师曾、潘天寿的《中国绘画史》，对于中国绘画传统作了及时的

系统性梳理，黄宾虹在同一时期也看到了“历时性”地阐释中国画传统体系的必要性，发表了

多篇画史文章。这些著述的意义不仅仅是开启了中国现代美术史学的草创期，更是在西画东

渐后国人的“文化自卑”心理日涨一日的情境中，对于中国传统美术遗产的发掘与重拾，也从

一个侧面回应了当时革新、融合派的民族虚无主义倾向。

当然，正如中国古代画论对于画家所作品次等级的划定那样，民初传统派阵营内部也具

返本开新的选择———以黄宾虹上海时期的画学思想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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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较为复杂的结构。在对传统派群体的结构问题的理解上，美国学者爱德华·希尔斯在《论传

统》一书中谈到“传统的族类”时认为：“在任何社会和任何传统内，接受传统的准确性总是从

中心向边缘递减。一种传统的大多数拥护者对他们所赞同的传统都只有一种模糊的认识。”輧輱訛

希尔斯的理论为我们带来了有益的启示。或许我们可以这样认识：文化传统的精华部分带有

一种天然的精英属性，将其主要的文化“基因”保留下来的那部分，我们称其为“传统主线”，如

中国画自元代以来的文人画体系，以及董其昌通过“南北宗”理论的建构而推广的“南宗”流

脉；虽然在其之外还有各种不同画派、风格的流传，但终究不能代表传统最精华的那部分内容

与成就。虽然传统主线的外延也可能承袭传统的部分因素，却总是或多或少地模糊甚至削弱

了传统“中心”的特质；即使他们也都以维护“传统”自恃，但过分保守的心态已经使其偏离了

传统主线的指向———道理很简单，传统不是一条被冰冻凝固的河，而是时时流动的、具有新陈

代谢功能的有机体，任何刻舟求剑的视角都可能导致对于传统的错解与误取。由此，我们就不

难理解传统派中多样形态的形成以及传统主线的确立对于中国画演进路向的重要性。

“国粹守旧”论强调保存、延续传统“正宗”绘画样式，主张摹古而往往流于泥古，多极力持

守传统文人士夫的生活方式与作风，以今语形容可称其为国画“原教旨主义者”。他们极力反

对西画东渐的影响，在关于中国画革新的论战中措词激烈，伦理道德批判意识浓重，带有极端

的民族主义情绪与保守倾向。这一派常作为革新、融合派的重点攻讦对象，被讥诮为“抱残守

缺”、“食古不化”。关于这一点，“不是谨遵古法一派完全失去了欣赏价值，完全失去了传统精

神，而是它没有创造力，没有与变革中国社会同趋的现代意识、现代感觉”輧輲訛。其最为典型的代

表人物是林纾和广东画学研究会的部分画家；对民国北京画坛影响甚大的金城虽提出“精研

古法，博采新知”的口号，但实际上还是有“以古代今”的“尚古”倾向。

“传统出新”论则更强调从中国画传统中萃取可供创造与转化的资源，但这种选择性的吸

收并不妨碍其对于传统一往情深的痴迷。“传统出新”论者与“守旧派”的一个根本区别是，他

们从来就不反对，相反却积极吸纳外来文化、艺术的因素，以弥补中国文化传统长期以来的积

弊与缺陷，激活传统的惰性；他们所反对的是一味尚新、主张革除传统的所谓“新派”，而非

“新”本身。他们所追求的“新”来自于传统内部的延展与生发，这种“借古开今”的倾向使他们

对于传统抱持着一种研究性心态，而非仅仅出于保存之目的；这种对于传统的理性自觉的选

择，在返本与开新之间找到了合适的切入点。诸如陈师曾、黄宾虹、潘天寿等人，他们具有对于

传统的真正领悟、对于中西绘画之异同的敏感，并葆有对传统的自律性进程的自信以及对中

国画发展策略的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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